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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宁”、“宁静”对于理解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以及他们的东正教文化是一个重要概

念，同时它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作家意识之中，并在大量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论文从俄罗斯

文化中“安宁”观念的宗教意义的起源和哲学内涵出发，以几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系统论述了俄罗斯文

学中通过这一观念所体现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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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宁静”（покой）在俄罗斯的文化中是一个富于宗教内涵和哲学意义的概念，它

在历代俄罗斯文学的文本中都有所反映，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一观念的内在涵义有所变异。

要从俄罗斯文学的角度认识这一概念必然深入到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深层。司徒卢威曾

在研究普希金的诗歌语言时指出，18 世纪，“安宁”、“宁静”就成为普希金等诗人的作品中

较常出现的词汇，并且在他的世界观和创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В.Кательников 
1994:3)同时，“安宁”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思想和语言发展的一个较为积极的因素。这一

概念对于理解俄罗斯民族性和文学语言的宗教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无论在信仰

本体论，还是在道德伦理领域都具有特殊内涵。而且，这种“安宁”观念在斯拉夫俄语书面

语中被哲学家、神学家和语文学家经常提到，因此它也“是俄国文化中一个具有聚合意义的

概念。”(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 

“安宁”首先在古罗斯的《圣经》、祈祷词、教父学和使徒行传的翻译文本中有充分的

显现，随之东正教民众又把这个词带到世俗用语当中，因此世俗文学中这一概念一直保持着

它的宗教含义。(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它的宗教本体论意义要追溯到《圣经·创世纪》，“到

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

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圣经·创世纪》第 2 章第 2-3 节）因此在上帝和人的第一

约言——《旧约》中就确定了这种精神的宗教基础，宁静作为主的神圣安息日的象征而被神

圣化，“这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圣经·利未记》第 16
章第 31 节）基督徒当守这个日子，因为这一日上帝所造的世界进入永恒。《旧约》的耶利米

宣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

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而《新约》则继续了这一启示，认为驯顺的宁静状态是与神合一的征

兆。在永恒的宁静中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复活，对于最初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甚至

可以在神秘的静修中体验得到，而且这种复活的希望已经作为一种乐观的末日情绪充满了他

们的精神和肉体生命。进入神的宁静王国就意味着人进入宗教的自由之中，宁静与自由一体

的思想在俄罗斯的世界观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形而上学的公理。在俄罗斯文化这种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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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深处，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由，并在精神的自由中看到完美的、创造后的宁静。都主教

费拉列特 1 对此阐释道：“这种宁静并不是指事情做完了，而是指它的某个结果，宁静不是

完全无事可做；因为完全无事可做是不可能的。而是指在和行为的外在客体相互作用之间相

平衡的行为，劳动就是对于作用于行为客体力量的一种继续，就像上帝的劳动就是在尚未达

到造物主的智慧和恩惠所要求的完美状态对造物的作用，但是在完成自己预定的目的之前，

他的造物总是会尽可能地和神的完美相一致，这就是神性的宁静。”（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
4）生活在无限温顺的宁静中，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和关注的体现。如果说创世是造就物质

世界的行为，那么宁静则是精神上的创造行为，由前者产生出多变的自然和历史，由后者产

生向超自然的终极完美的内在运动。宁静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存在状态，在其中世界和上帝交

融在一起——这就是俄罗斯意识从《圣经》中所理解到的“安宁”思想。它在思维和艺术中

的体现也是多样的。费奥多尔修士大司祭对此曾作出这样的神学和哲学论述：人根据自身的

神人本性直接参与上帝创造的宁静，而且这种参与是双重的，一方面，永恒的生活的宁静会

作为神恩的体现方式而庇护人，但人自身又应该因自己的精神创造事业而使自己在尘世能够

参与神的宁静。（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6） 

18 世纪世俗文学中“宁静”一词的宗教本体意义还主要存在于教会文学中，是《圣经》

中所称的意义，到了 18 世纪末以及 19 世纪，这一观念和主题已进入世俗文学，获得广泛的

意义和风格特征，这与拜占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的宁静主义思想对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的

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之后这一概念的宗教哲学意义有所淡化，只在一些抒发内心感受的诗中

出现，带有极其平常的感伤情调，这与 18 世纪俄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大氛围有关，由于西方

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和侵入，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宁静的宗教意义在一定

程度上被人性化色彩所掩盖。杰尔查文在自己的诗中赋予“宁静”一词以丰富多彩的生活意

义和真正的艺术独立性。但是到了 19 世纪前半期，文学创作又体现出向宗教意义复归的倾

向，它在另一个高度上回到了东正教世界观的价值体系。普希金首先远离了原有的书面文体

诗歌的路子，常常从词的表层的边缘意义深入到它的核心意义(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29)，而

“宁静”成为他揭示人内在生活本质的一种温和状态，重新成为一种教会传统中的形象—概

念模式，但它在语义上不再是消极的，而是进入与诗歌的复杂内容之间鲜活的联系之中。“宁

静”成为一种他从基督教中看到的乐观主义的象征，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便存在这种

宁静的主题，并且在叙述中不断有所发展和加深。 

这种宁静代表一种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义，仿佛是在对上帝的期待中完成的超

越时间的存在，达吉雅娜的父母在乡村中所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他们在平静的生活里 
保持着亲爱的古代的风习； 
他们在油腻的谢荤节 
做俄国的馅饼； 
一年他们斋戒两次； 
…… 
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到了老年。 
并且最后，在丈夫面前 
打开了坟墓的门，…… 
他是一个忠实良善的地主， 
于是在那里，在他的尸灰埋葬的一方， 
墓碑上说道： 
“谦卑的罪人，德密特里·拉林， 
主的奴隶和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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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石碑之下永享安息。”（普希金 1996：67） 

普希金对于乡村地主拉林家生活的描写和果戈理在《旧式地主》中所描写的两位地主老

人的生活是极其相似的，可见俄罗斯的作家对于民族的这种古老生活传统和意义是有深切的

认识的。在描写奥涅金的生活之前，诗体小说的抒情主人公表明了他本人和奥涅金的那种“俄

罗斯的忧郁病”相对照的生活态度： 

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 
爱好乡村的静寂： 
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 
创作的幻想也更生动。 
我在荒芜的湖边游荡，而无为就是我的法律。 
我每天早晨醒来 
为的是舒适的安稳和自由： 
读得少，睡得长，不去追求飘浮的名利。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是这样， 
在无所事事里面，在阴暗里面，度过了我最幸福的日子。（普希金 1996：38） 

作为对于奥涅金性格独特性和对于俄罗斯的另一种启蒙意义的衬托，普希金首先提出了

这种俄罗斯传统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人们在这种生活中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在一定意

义上说，这又是对于“奥勃洛摩夫式”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写照。普希金意识到这种俄罗斯式

的宁静，并使之得到艺术的表达。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这种宁静的主题得到更多的体

现，只是研究者很少去重视它。在现代的文学评论中常常提到的奥勃洛摩夫似乎只是一个无

所事事的落泊地主、是封建农奴制体制下庸人的典型；无独有偶，果戈理的《旧式地主》几

乎是重复了一样的题材和主题。如果说伟大的经典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俄罗斯旧式地主的生

活方式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正教传统

观念的作家，在描写这种现实的时候，不可能不去思考这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意义；同样，对

于一贯被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极其传统”，而“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富于宗

教探索精神”（В.Мельник.1995：203）的冈察洛夫则代表了最为本色和原始的俄罗斯宗

教文化心理，因此屠格涅夫说：“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

摩夫的”；而对于《旧式地主》，一些研究者给它的定位也是从精神内涵方面着眼的，例如叶

萨乌洛夫对于果戈理的《密尔戈罗德》给予这样的分期：“旧式地主”生活在“黄金时代”，

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与社会的和谐之中，而是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下；而在《塔拉斯·布

尔巴》中则为“白银时代”所取代，主人公有了敌人和暴力死亡；“青铜时代”体现在《维》

中，主人公在内心主观世界中看到自己的敌人；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则标志着“黑铁

时代”的到来。所有这些提法和评论都不会是没的根据的。诚然，冈察洛夫和果戈理在对寂

静死板、毫无生气的旧式地主的生活的描写带有一些讽刺意味，以至于“奥勃洛摩夫性格”

己成为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批评中一个具有特指意义的词语。但是他们在作品中对人物精神价

值的评价显而易见，俯拾皆是。这种精神追求正是掩藏在被作者当作首要的自然状态来描写

的奥勃洛摩夫气质之下，因此这种无所用心的懒散生活节奏并没有降低它的宗教意义和精神

价值，而是使宗教的主题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提升，并获得绝对真理的神恩和福祉。在这一

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除去作家的艺术探索，还有俄罗斯风俗文化和传统观念的体现，即把宁静

视为世界存在的最高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对抗和消融现世的风暴和欲望，对此作者曾感叹道：

“在这柔和的、驯顺的温暖中，生命是多么安宁啊！”这种如同天空和大海的宁静不是死亡

的宁静，而是精神得到满足后的安宁。 

奥勃洛摩夫终日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太阳东升西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他的

思想是关于人和人类的，但是他从不想付诸行动，把别人无谓的忙碌视为一种不幸，就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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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爱情他都认为是一种麻烦。但是奥勃洛摩夫却有一颗金子般可贵和善良的心，因此奥尔

加爱他并想把他从这种瞌睡状态中拉出来，结果她失败了，她没有嫁给奥勃洛摩夫，而是嫁

给了他的朋友希托尔兹，并且她发现自己几乎要变得和奥勃洛摩夫一样，他在她心目中的纯

洁和完美仍是不可替代的： 

“他身上有比一切智慧更宝贵的东西：一颗诚实、真挚的心！这是他天生的黄金；他洁

白无瑕地保持了它一生。他因为推撞而跌倒，变得毫无生气，终于感到幻灭，失去了生活的

力量而熟睡不醒，可是没有失却他的诚实和真挚。他的心并未发出过一个假的音符，并未沾

染过脏污。任何漂亮的谎话都诱惑不了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引导他走到虚伪的道路上去；尽

管一片汪洋的脏污和邪恶在他的周围汹涌，尽管全世界都中了毒，闹得天翻地覆——奥勃洛

摩夫决不会向虚伪的偶像膜拜，他的灵魂永远纯洁、光明、诚实……这是一个水晶似的透明

的灵魂：这样的人并不多；是稀有的；这是人中之宝！他的心你无从收买；你随时随地都可

以指靠它。这就是你始终信任他，而我决不以替他操心为苦的原因。我认识许多有高贵品质

的人，可是从未遇见过一颗更纯洁、更光明和更单纯的心；我爱过许多人，可是都没有像奥

勃洛摩夫这样持久而热烈。既然认识到了，就无法不再爱他。”（冈察洛夫 1963：585） 

这类过着俄罗斯式的宁静生活的人们身上的善良品质是作家们怀着复杂的感情予以关

注的东西。当一个前来拜访的朋友说自己又发表了一篇怀着粗野的嘲笑和憎恶去描写一个窃

贼或妓女的文章时，奥勃洛摩夫从平静的安睡中愤怒了， 

“你描写一个窃贼、一个娼妇、一个傲慢的笨伯都可以，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是人。究竟

人性在哪里？您是单凭头脑写作吗！” 奥勃洛摩夫差不多丝丝作声了。“您以为思想是用不

到感情的吗？不，思想是爱所孕育的。伸出一只手去扶起堕落的人来，或者为他痛哭，假使

他正在毁灭的话，可是别嘲弄他们！爱他，在他身上想到您自己，并且对待他像对待您自己

一般——那时候我才读您的作品，并且在您的面前低头……”（冈察洛夫 1963：31） 

果戈理在旧式地主心向上帝之国的宁静生活中也看到了俄罗斯人性格中善良的特征：

“在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的脸上，你见到的总是那样善良、那样关切和虔诚的神情，你会不

由自主地抛弃，哪怕是暂时地抛弃一切想入非非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全身心地沉浸于下层的

这牧歌般生活之中。”（果戈理 1999：4） 

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于拥有财产的罪恶感，他们从不多贪占一点财产，而是乐于和

所有的人在一起，奥勃洛摩夫和旧式地主两位老人家里常年不断地吃着东西的客人们就证明

了这一点，这与俄罗斯东正教中视财产为罪恶的传统观念是直接相关的：“而那肥沃的土地

仍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万诺维奇所需

的又是如此之少，因此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窃掠在他们的家产管理中似乎全无踪迹。”（果戈

理  1999：15）他们过这种生活纯粹是习惯力量使然，而不是个人的刻意追求。老奥勃洛摩

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从不编制预算，他说：“父辈和

祖辈并不比我们傻，他们一辈子都过得很幸福；我们也会活下去的，上帝会让我们吃饱的。” 
（冈察洛夫 1963：524）他从不使任何阴谋诡计，只要从领地上拿到的收入够每天同一家子

和各种各样的客人尽量吃喝，他便感谢上帝，认为努力多挣钱是罪过。 

这种生活方式是奥勃洛摩夫卡人精神上一个无比美好的梦，就像奥勃洛摩夫的梦一样：

这个地方没有高山，没有大海，没有绝壁，没有深潭，没有密林——人们一年四季，随着节

令不动声色的循环，过着生老病死、祈祷祭祀的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一颗兴奋得疲惫了

的或者不知道兴奋的心，都愿意到这与世相忘的一角里来藏身，生活在谁也不了解的幸福之

中。这里，一切都向人保证平静的、长寿的生活，直到一个人头发变黄，然后像睡眠一样地

死去。”一些根本的、必然的事件充实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无限的慰藉；人们会平静地接

受生命和死亡，认为那是上帝旨意——这是上帝所祝福的一角，寂静和安宁主宰着人们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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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自然也不会发生抢劫、杀人或任何可怕的事件，人们没有强烈的欲望去进行大胆的冒险

事业。在这个梦里奥勃洛摩夫才是一个 7 岁的小孩子，他用纯真而明敏的眼光观察着人们怎

样消遣这份静谧的生活。他们如同生活在闭塞空间里的古代的原始人类一样，会发现天空出

现异兆，并相信各种神奇的现象和传说…… 

奥勃洛摩夫“是这种宁静与富足的充分而自然的反映与表现。他审察着和深思着自己的

生活，越来越安于这种生活，……再无什么东西要追求……他的生活理想可已经实现。”（冈

察洛夫 1963：592）而生活在这种“庄严的宁静”中的被造世界的生活就像一条河一样静静

地流淌。“不管怎么说，这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激情与这种持久的、缓慢的、几乎是无感

觉的习惯的力量相比则是十分幼稚的。” （果戈理  1999：35）奥勃洛摩夫所生活的那种天

堂式的宁静是与人物内心精神上的完整性相一致的。作为一种上帝的造物而存在，冈察洛夫

有两个出色的比喻，他把奥勃洛摩夫比作柏拉图和修道院里的长老，在尘世的生活中就已向

着永恒的安宁迈进。到了 1830 年以后，在俄罗斯浪漫派文学中出现歌颂这种“宁静”的主

题，这也是和俄罗斯文学中另一种人格气质——精神的狂躁和分裂，在信仰和非信仰之间徘

徊的灵魂相对立的，这两种文学人物的人格气质一方面是作者主观精神探索的体现，另一方

面也从正反两个角度阐明了宗教信仰对于俄罗斯灵魂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俄罗斯文化特征和

民族性格气质与东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基督教传统中，安宁被视为造物主完美以及神圣性的固有性质，而动荡则是不完美的

表现，远离宁静的完美必然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疯狂状态。旧式地主老夫妻静悄悄的生活象征

了天堂中静美自由状态的理想，他们远离外界的纷扰，不追求外在的“地上的财宝”，时刻

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别人。维系这两个老人存在的精神纽带是爱，这是一种善良无私的、

光辉而纯洁的感情，形成两个旧式地主精神生活的全部，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因

为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习惯，然而或许正是在这种习惯中，可以找到可与外界种种欲望相

对抗的精神力量。就像圣者金口约翰在教义中所讲的：“没有比心灵中存在的欲望更能引起

我们痛苦的东西了，因为一切不幸都是从外面发生作用，而欲望是从内心产生；由此将产生

巨大的折磨。即使整个世界都令我们难过，但只要我们自己不去折磨自己，那么对于我们就

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3）两位老人每日向上帝祈祷的习惯已成为

他们稳定的生活内容，这是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包含着巨大的精神价值，这是带着一定的

目的偶尔或偶然而为之的人所无法比拟的。杜纳耶夫认为，这种天国幻景一般的生活的迅速

结束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即老太婆没有生育子女，这在东正教观念中是有罪的女人；《圣

经》中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

第 2 章第 15 节）老太婆没能在生产上得救，意味着她的罪过无法从上帝那里得到救赎。

（М.Дунаев1996：104） 

这种宁静而沉闷的古老生活方式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些俄罗斯

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倒不一定把它当作一种民族性格的劣根性进行批判，但已感到它对

于俄罗斯人存在状态的影响之大，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苏联时期，在俄罗斯的一些小城仍保

持着这种自 18 世纪以来的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甚至在革命者内部一些人身上

也保留着这样的陈旧观念和习俗，皮利尼亚克在《红木》中就对这种生活状态作了生动的描

写和深刻的讽刺，例如旧城人们日常生活的缓慢节奏和毫无生气；工程师阿基姆的两个姑姑

的生活状态以及两个像乞乞科夫一样的古董商的来访都是对俄国生活和文化传统再一次讽

刺性展示。皮利尼亚克不是把这种宁静视为人类地上生活的一个美妙和梦境，而是揭开了在

这种生活状态背后潜在的道德堕落和生活的苦涩。“他们醉意朦胧，专注于干酪和大葱头，

他们在亚细亚的俄罗斯帝国的平静中过日子。而葱头状的教堂尖顶便是这俄罗斯生活的象

征。”（皮利尼亚克  2002：3）由此可见，对于古老的俄罗斯文明，皮利尼亚克怀着深深的

复杂感情，在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作者把对古老生活和信仰的复现当作对抗蔑视个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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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新生政权的内在精神力量。 

但是毕竟时代使人对生活的宗教意义进行着不断的重新思考，一些观念的价值在人们的

思维中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苏联时期的一些作家在社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会作出各种不同

的反映，对人类的生存问题会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在米·布尔加科夫那里，安宁的观念已

从东正教文化内部的意义上升到道德哲学的高度，和人类的良心联系在一起。作品《大师和

玛格丽特》中，安宁作为一个与道德相关的主题贯穿全篇，并借助宗教末世论的隐喻意义获

得更加深刻的哲学内涵。 

从处死耶稣的彼拉多良心的呻吟：“月圆之夜我不得安宁……”到小说结尾耶稣对大师

和玛格丽特归宿的宣判：“他不应该得到光明，他应该得到安宁”都是对安宁的道德意义的

确认。耶稣所属的光明世界是一种远离造物世界的幻境，是这个“三倍浪漫的大师”所创作

的神话人物耶稣和利未·马太所在的世界。而大师作为一个内心惊恐不安的尘世的人，安宁

的感觉是他所能够熟悉并渴望的，他需要得到的正是在灵魂的宁静中体验与上帝的交融，在

创造后的安宁中进入精神的永恒，在小说所叙述的事件结束的最后一天，即这些尘世的生命

最终作一了结和宣判的时候，恰好是星期六，这正是布尔加科夫想借用宗教仪式中伟大的安

息日的寓意来实现人类进入永恒的愿望的一种方式。这时作者已达到古希腊时代对于艺术本

质的认识，即认为艺术家是神的特殊容器，诗人的灵感来自上帝，而人类离开上帝的启示奢

谈创造则是狂妄、渎神的，艺术家的创造就是上帝精神的流出，因此创作者大师所得到的安

宁的结局也是基督教意义的深化。大师能够预感到这种永恒的安宁正是死亡一刻的不断延

续，是足以和喧嚣尘世的欲望、邪恶、死亡相对抗的通往彼岸生活的道路，它超越了生命和

死亡的界限，从而达到人对于神性的复归。 

大师和玛格丽特死后所安身的乐园虽不是天堂，却有着天堂般的安宁和美妙，和被宽恕

后的彼拉多一样，这种安宁更多是精神意义上的，它对于一个良心的囚徒（彼拉多）或被现

实世界之恶所逼迫的不安的心灵（大师）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彼拉多在超现实时空的世界

中终于被他的创作者大师放走了，和耶稣踏上了月光之路的阶梯，他似乎已经相信以前的行

刑纯粹是个误会，他根本没有犯过那种罪过；同样作者借助超现实的创作手段，让大师和玛

格丽特直接进入创作之后的田园般的安宁境界，他们 

“一起朝他们永久的寓所走去。大师仿佛觉得玛格丽特的低声细语就像身后潺潺流淌的

溪水。大师的记忆，惊惶不安，伤痕累累的记忆，渐渐熄灭了。不知谁放开了大师，他自由

了，就像刚才他自己放走了他创造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去了无边的云天，一去不返。他就

是星期日凌晨获得宽恕的占星王的儿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米·布

尔加科夫 1998：480） 

东正教世界观并不认为天堂的安宁和尘世的安宁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一些作家通过

词语和民族情感体验到“安宁”的宗教意义，并且完全对安息日一样的安宁和俄罗斯式的宁

静作出特有的理解，以至于后来作家创作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概念。他们几乎从不同角

度证明了俄罗斯意识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上帝创世后的安宁状态的向往。作品中大师是一个

被创造的人，对这个被创造的人的命运和灵魂的关注是作品的主旨，就像在果戈理对艺术创

作的理解中所包含的安宁思想一样，“对人来说关于神的天国的暗示存在在于艺术之中，因

为这一点它就是超越一切的。庄严的宁静无限高于一切尘世的躁动；创造无限高于破坏；天

使因其灵魂纯净而光明的童贞无限高于一切其他力量和撒旦的欲望；艺术的创作高于世间的

一切……艺术家就是在惊恐不安中感受得到安宁。”（В.Котельников 1994:40）因此《大师和

玛格丽特》中也不乏前辈经典作家和俄罗斯传统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对安宁观念的一种

新和阐释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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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费拉列特（1782—1867），俄国宗教人士，莫斯科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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